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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滞尘效应研究方法和机理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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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绿地滞尘是指大气颗粒物在植物表面的干沉降过程，植物个体特征、绿地结构及环境因素均会对绿地滞尘效应产生影响，
模型模拟、实地监测和风洞试验是评估绿地滞尘效应的 ３ 种主要方法。 现有研究基本上是采用上述方法，从绿地滞尘量或绿地

对大气质量的改善作用两方面对城市绿地滞尘效应进行评估，然而评估方法相对单一，影响因素纷繁复杂，评估结果难有定论。
为了避免评估方法的滥用和误用，加深对机理的理解，使绿地滞尘研究更好的服务于城市绿地建设，对绿地滞尘效应评估的研

究状况进行梳理至关重要。 通过仔细分析相关研究的原理及方法发现，绿地滞尘研究多集中在较大尺度上对绿地滞尘量的评

估，研究方法虽然一直在更新，且不同方法相互结合已成为趋势，但仍然缺乏大的革新，难以取得较大突破；未来，应加强中小尺

度绿地滞尘的研究，深入探讨绿地滞尘机理，在研究方法上寻求创新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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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颗粒物污染已经成为全球城市面临的重要威胁。 大气颗粒物污染对人的肺部、心脏、血管和神经系

统均有不利影响［１］。 全世界每年有 ３３０ 万人由于与 ＰＭ２．５（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等于 ２．５ μｍ 的颗粒物）
相关的大气污染而过早死亡，且主要集中在亚洲［２］。 大气颗粒物污染还会增加心肺系统疾病和肺癌死亡率，
降低预期寿命［３］。 城市绿地具有滞尘功能，能够有效改善大气质量，从而越来越受到重视［４］。 因此，开展城

市绿地滞尘效应研究对于指导城市绿地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有关绿地滞尘方面的研究较多，开始时间较早，但早期针对细颗粒物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且多数研

究集中在物种水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ＰＭ２．５等细颗粒物开始逐渐受到重视，针对细颗粒物的绿地滞尘研究

也相应增多并一直保持在较高的热度。 随着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较为成熟的绿地滞尘模型的出现，绿地滞尘相关

研究向较大尺度发展，不再局限于物种水平。 国内与国外相比，绿地滞尘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
国内绿地滞尘相关研究始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但直到 ９０ 年代末的近 ２０ 年间，独立自主的研究很少；２０００ 年

以后，国内关于绿地滞尘的研究逐步开始增多，至今仍维持很高的热度，但研究内容同样多集中在物种水平上

滞尘能力的差异研究和较大尺度上绿地滞尘效应的评估，对植物滞尘机理的深入研究相对缺乏。 鉴于城市绿

地滞尘效应研究缺乏梳理，本文对国内外现有绿地滞尘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系统阐述了植物滞尘机理、介绍

了相关研究方法和绿地滞尘效应评价标准、总结了影响绿地滞尘的主要因素，进而指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并

对未来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

１　 植物滞尘机理

大气中的颗粒物主要通过干沉降和湿沉降两种方式从大气中去除［５］。 干沉降指大气中的颗粒物依靠自

身重力或与其他物体表面发生碰撞产生的沉积，湿沉降则是指在降水的冲刷作用下，悬浮在大气中的颗粒物

被洗脱至地表的过程。 湿沉降过程具有很高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尤其是在降水量低的干旱或半干旱区域，
因此尽管干沉降过程较为缓慢，但由于其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对大气颗粒物的去除至关重要［５］。 颗粒物从大

气中沉积在植物表面的干沉降过程，称为植物滞尘过程。 颗粒物大小对其干沉降形式影响巨大，根据不同的

沉降形式，植物滞尘过程可分为：布朗扩散（Ｂｒｏｗｎｉａｎ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截获（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碰撞（ ｉｍｐａｃｔｉｏｎ）和沉积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这 ４ 个过程也是构建植物滞尘分析模型的理论基础。
１．１　 布朗扩散

布朗运动是一种微小粒子表现出的持续的无规则运动，主要发生在超细颗粒物（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

于等于 ０．１ μｍ 的颗粒物，ＰＭ０．１）中。 大气中的超细颗粒物通过布朗扩散向植物表面迁移，最终被植物表面滞

留。 超细颗粒物的布朗扩散与颗粒物自身属性（颗粒物粒径）、植物表面特征（植被类型、表面粗糙度） ［６⁃７］、气
流属性［８⁃９］、环境条件（温度）有关。 温度越高、颗粒物粒径越小，布朗运动越显著。 布朗运动除了使一部分超

细颗粒物直接滞留在植物表面上，还能使超细颗粒物凝聚成粒径更大的粒子，促使这些粒子在重力等其他外

力的作用下沉降。
１．２　 截获

截获发生在惯性较小，在流场中完全随着气流运动的颗粒物（粒径为 １ μｍ 左右）中。 当这些颗粒物与叶

片等植物表面的距离小于颗粒物的物理半径时，就会被植物截获。 截获机制与植物表面特性有关，着生绒毛

的、粗糙的、能分泌粘性物质的叶片能更有效的截获颗粒物［１０］。 普遍认为截获速率与颗粒物粒径和植物表面

特征（叶面粗糙度、叶片几何特征）相关，因而针对针叶树和阔叶树采用了不同的计算方法。 此外，阔叶树对

颗粒物的截获速率还与其叶片倾斜角有关［１１］。 然而一些模型在研究颗粒物干沉降时并未考虑截获

机制［９，１２］。
１．３　 碰撞

碰撞机制主要作用于粒径大于 ２ μｍ 的颗粒物，这些颗粒物惯性较大，不能完全随着气流运动。 此类颗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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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物在靠近植物表面时，由于自身惯性不能随气流绕过障碍物，当忽略颗粒物的反弹时，可认为颗粒物与植物

表面发生碰撞，并滞留在植物表面，这个过程也被称为惯性碰撞。 由碰撞机制导致的颗粒物干沉降速率与颗

粒物特征及障碍物特征有关。 颗粒物粒径越大，气流速度越高，颗粒物越容易发生碰撞［１３］。 同时，由于碰撞

作用只发生在垂直于气流的投影平面上，叶面倾斜角也会影响碰撞速率［８］。
１．４　 重力沉积

重力沉积作用指在重力的作用下，颗粒物在植物表面发生的沉积，主要作用于粒径大于 １０ μｍ 的颗粒

物。 由重力导致的颗粒物在植物表面的沉积速率与其在大气中的重力沉降速度有关。 颗粒物自身性质（粒
径、密度、压强）和温度等外界环境均会对颗粒物的重力沉降速度产生影响。 由于颗粒物的重力沉积作用在

与气流垂直的植物表面，因此叶片倾斜角对颗粒物的重力沉积速率也会有影响［９］。
１．５　 反弹及再悬浮

大气中的颗粒物通过上述 ４ 种机制沉降在植物表面后，并不意味着这些颗粒物已经完全从大气中消除。
颗粒物与植物表面发生碰撞时，部分颗粒物由于反弹作用会重新回到大气中，反弹作用一般发生在粒径大于

５ μｍ 的颗粒物中，与颗粒物的沉降末速度、碰撞性质及植物表面特征有关。 一些模型在计算植物滞尘时，并
没有将颗粒物反弹过程考虑在内［８⁃９，１２］。 Ｓｌｉｎｎ 等（１９８２）使用固定参数来描述颗粒物的反弹作用，没有对不同

颗粒物干沉降形式下的反弹作用进行区分。 尽管针对不同干沉降形式使用同一反弹参数存在欠缺，但由于反

弹机制相对于沉降机制更为复杂，现有研究尚不能很好的阐述其作用机理，这一方法仍然被后人采纳［１０，１４］。
颗粒物在植物表面的滞留并不是永久性的，除去颗粒物接触到植物表面发生的反弹作用之外，部分已经沉积

在植物表面的颗粒物在风、高温、低湿等气象条件作用下，会脱离植物表面重新回到大气中，这个过程称之为

再悬浮。 再悬浮的颗粒物会经历新一轮的沉降过程。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模型模拟

使用模型对绿地滞尘过程进行模拟，并对绿地滞尘效应进行评估，是目前最常用的研究方法。 不同的模

型针对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各不相同，模型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数学结构上。 ２０ 世纪六七十

年代，已有学者通过模型来研究颗粒物在物体表面的干沉降过程。 早期的模型多为研究人员根据颗粒物干沉

降原理，针对特定的研究对象构建，参数化不充分，无法准确反映颗粒物干沉降过程，适用面较窄。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等（１９８２）基于前文所述的植物滞尘机理，针对 ５ 种草本植物构建了颗粒物的干沉降模型，该模型将植物元素

简化为圆柱体，忽略了植物的空间结构特征；且该模型只适用于特定的气象条件和冠层特征，不具有普适

性［８］。 早期的模型无法适用于多种植被及颗粒物也在 Ｓｌｉｎｎ 等（１９８１）的研究中被证实［７］。
经过对颗粒物干沉降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积累，一些较为成熟的模型应运而生，其中被广泛使用的有

ＵＦＯＲＥ 和 ＥＮＶＩ⁃ｍｅｔ 模型。 ＵＦＯＲＥ 模型（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ｍｏｄｅｌ）由美国农业部东北森林研究中心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发，是近年来较为权威的森林效益评估模型，适用于任何大小的城市或非城市区域，在世界

范围内已被广泛使用。 ＵＦＯＲＥ 模型可以对城市绿地的结构和功能进行定量研究，对绿地的多种效益进行

评估。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不断扩张的研究需要，这些模型也在不断的更新迭代，与其他方法相结合已经成为大

势所趋。 ２００６ 年美国农业部在 ＵＦＯＲＥ 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行道树管理分析（ＳＴＲＡＴＵＭ）模块，发布了 ｉ－
Ｔｒｅｅ 模型，该模块可对行道树的雨水截留效益、二氧化碳吸收效益、空气净化效益、节能效益和美学价值效益

进行评估。 ２０１１ 年以来，在原有的 ｉ－Ｔｒｅｅ 模型基础上，将大气污染干沉降模块与 ＧＩＳ（地理信息系统）相结

合，对生态模块（ｉ－Ｔｒｅｅ ｅｃｏ）功能进行强化，发展成了新一代 ｉ－Ｔｒｅｅ 模型［１５］。 ｉ－Ｔｒｅｅ 模型更新后，可以估算温

度、叶面积指数（ＬＡＩ）和大气污染物浓度的空间分布，再结合其他输入参数，可对一氧化碳、二氧化氮、二氧化

硫和 ＰＭ１０的植物滞留量进行定量，通过城市绿地的空间分布评估其产生的局部影响，打破了之前模型对气

３　 １２ 期 　 　 　 马克明　 等：绿地滞尘效应研究方法和机理进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象、污染物浓度等参数均质化处理的局限［１６］。 Ｎｏｗａｋ 等（２０１８）使用 ｉ－Ｔｒｅｅ 模型结合美国环保署研发的大气

污染与健康效益评估工具 ＢｅｎＭＡＰ，对加拿大 ８６ 个城市的绿地滞尘量进行了估算，同时估算了这些绿地产生

的健康效益带来的经济价值［１７］。 在 ＵＦＯＲＥ 及 ｉ－Ｔｒｅｅ 模型中，绿地滞尘总量为污染物通量、绿地总冠层覆盖

面积和时间三者的乘积，通过对 ＵＦＯＲＥ 模型进行敏感性分析，证实了影响绿地滞尘的最重要的两个参数为

ＬＡＩ 和温度［１８］。 很多学者使用 ＵＦＯＲＥ 模型对影响绿地滞尘效应的因素进行了研究：Ｅｓｃｏｂｅｄｏ 等（２００９）的研

究表明，高的 ＬＡＩ 和植被覆盖率均会使区域滞尘量增加［１９］，三北地区防护林滞尘效益的提高，也与 ＬＡＩ 的上

升密切相关［２０］；物种配置也是绿地滞尘重要的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针阔比上，以针叶树种为主的绿地通常

比落叶阔叶林具有更高的滞尘效益，这是由于它们具有较长的有叶期［４，２１］。
ＥＮＶＩ⁃ｍｅｔ 模型由 Ｂｒｕｓｅ 等于 １９９８ 年开发，是一个模拟下垫面、植被和大气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三

维计算机流体动力学（ＣＦＤ）模型，通常被用于城市微环境的模拟、对绿地产生的作用进行评估［２２⁃２３］。 ＥＮＶＩ⁃
ｍｅｔ 模型具有很高的时空分辨率，最高空间分辨率为 ０．５ ｍ×０．５ ｍ，最高时间分辨率为 １ 秒。 ＥＮＶＩ⁃ｍｅｔ 模型

中，叶面积密度（ＬＡＤ）是计算植物表面颗粒物干沉降的参数之一，然而具体影响机制尚不明确，ＬＡＤ 越高，单
位叶面积滞尘量会降低［２４］，滞尘总量却不一定会降低。 表 １ 对 ＵＦＯＲＥ 和 ＥＮＶＩ⁃ｍｅｔ 两种模型的功能模块及

数学结构进行了系统阐述。 Ｖｏｓ 等（２０１３）使用 ＥＮＶＩ⁃ｍｅｔ 对道旁绿化带结构对大气质量的影响进行研究，得
出绿地对大气质量的改善作用与郁闭度呈正相关、同疏透度呈负相关关系，而过高的郁闭度和过低的疏透度

又会阻碍绿地的通风作用，从而导致局部大气污染物浓度上升［２８］，这与 Ｇｒｏｍｋｅ 等（２０１１）使用基于大气动力

学原理自主研发的绿地滞尘模型得出的结论类似［２９］。
２．２　 实测

２．２．１　 大气质量监测

大气质量监测主要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对大气中的污染物直接进行测定，另一种是采用遥感影像反演等

方法间接的获取大气质量信息。 准确的大气质量监测结果能直观的反应监测区域的大气质量及其时空变化，
能有效评估绿地对大气质量的改善作用，对制定和评估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起到重要作用。 同时，大气质

量监测方法也常被用来作为模型模拟的辅助方法，为模型模拟提供数据基础。 美国环保局（ＵＳＥＰＡ）从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开始布设洲和地方大气监测网络（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Ａｉｒ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ＳＬＡＭＳ）和国家大气监测

网络（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ｉｒ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ＮＡＭＳ），对环境大气质量标准中的指标污染物进行监测，并对大气质量

进行评估。 随后，很多国家也都建立了国家大气监测网络。 我国的环境监测工作始于 １９７３ 年第一次全国环

境保护会议的召开，随着 １９８０ 年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成立，监测工作逐渐完善，监测网络也日趋成熟。 随着

大气质量管理需求的不断变化，大气质量监测体系的监测对象也在变化。 ＵＳＥＰＡ 一开始只针对 ＴＳＰ（总悬浮

颗粒物）和 ＰＭ１０（大气动力学直径小于 １０ μｍ 的颗粒物）展开监测，随着 １９９７ 年新的美国国家环境大气质量

标准（ＮＡＡＱＳ）颁布，ＰＭ２．５也纳入监测范围［３０⁃３１］。 我国对 ＰＭ２．５的监测始于 ２０１２ 年，并在 ２０１６ 年实现了全国

范围内的监测。 这些由政府部门实施的定点、定时的长期的、连续的成体系网络化监测，为大量科学研究工作

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对国家大气质量管理与决策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近些年来，遥感影像反演技术在

大尺度绿地滞尘研究中应用的越来越多，遥感影像反演是基于不同污染物对电磁波辐射不同程度的反射和吸

收作用来获取污染物的浓度、空间分布等信息，通常与地面站点监测相结合，能更全面、立体的反映大气质量

情况，是大气质量监测数据的重要来源之一。 研究人员根据特定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自主实施的大气质量

监测也是绿地滞尘研究中常用的方法，多数用于中小尺度。 这类监测主要通过根据研究目标及内容合理布设

大气监测仪器来实现，该方法通常用于研究绿地对大气质量的影响，无法对绿地滞尘量进行定量。 常用的监

测仪器有大气采样器、粒子计数仪等。 很多研究针对特定地点进行大气质量监测，如高速公路、城市主干道以

及绿地内部等。 部分研究对不同地点的大气质量进行了对比研究：为了研究污染物浓度的季节和地理变化，
并找到阔叶树改善大气质量的经验证据，Ｇａｒｃｉａ－Ｇｏｍｅｚ 等（２０１６）使用被动式大气采样器对位于城郊以及距

离城市更远的四处栎树林开展了为期两年的大气质量监测［３２］；为了验证城市绿地对环境大气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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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Ｉｒｇａ 等（２０１５）使用便携式大气监测设备对不同交通密度、人口以及绿地密度条件的区域进行了大气质量监

测［３３］；Ｍｏｒａｋｉｎｙｏ 等（２０１６）使用模型模拟与实地大气质量监测结合的方法，研究了绿化设施对大气质量的影

响并尝试构建了理想化的绿化设施［３４］。 王国玉等（２０１４）通过大气质量监测，得出复杂的绿地垂直结构更有

利于滞尘，乔灌草型绿地具有最优的滞尘能力［３５］，李新宇等（２０１４）通过对不同植物群落配置模式的绿化带进

行大气质量监测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３６］。

表 １　 ＵＦＯＲＥ 和 ＥＮＶＩ⁃ｍｅｔ 功能模块及数学结构简介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ｕｌｅ ａｎ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Ｕ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ｍｅｔ

模型
Ｍｏｄｅｌ

功能模块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ｕｌｅ

干沉降模块控制方程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ｙ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ｏｄｕｌｅ

描述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ＵＦＯＲＥ ＵＦＯＲＥ⁃Ａ：城市森林剖析模块，
用于城市森林结构的定量（物种
组成、树木密度、健康状况、叶面
积、生物量等）；
ＵＦＯＲＥ⁃Ｂ：植物源挥发性有机物
（ＢＶＯＣ）排放模块，用于量化城
市绿地每小时 ＶＯＣ 的排放量，
ＶＯＣ 是生成臭氧的重要前体物；
ＵＦＯＲＥ⁃Ｃ：碳储存和固碳模块，
计算城市绿地每年总碳储量和
净碳储量；
ＵＦＯＲＥ⁃Ｄ：大气污染干沉降模
块，对城市绿地每小时滞尘量和
大气污染改善百分比进行定量，
可计算的大气污染物包括臭氧、
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
和粒径小于 １０ μｍ 的颗粒物；
ＵＦＯＲＥ⁃Ｅ：建筑节能模块，对绿
地对周围建筑产生的节能效应
进行评估。

Ｑ ＝ Ｆ × Ｌ × Ｔ （１）

Ｆ ＝ Ｖｄ × Ｃ （２）

Ｖｄ ＝ １
Ｒａ ＋ Ｒｂ ＋ Ｒｃ

（３）

绿地滞尘效应通过式（１）计算。 Ｑ 为一定时间内绿
地滞留的大气污染物总量， Ｆ 为污染物通量， Ｌ 为绿
地的总冠层覆盖面积， Ｔ 为时间。
污染物通量 Ｆ 的计算如式（２）所示，其中为特定大
气污染物的干沉降速率， Ｃ 为该污染物在大气中的
浓度。
污染物的干沉降速率 Ｖｄ 则通过式（３）得出， Ｒａ 为

气动阻力、 Ｒｂ 为准层流边界层阻力、 Ｒｃ 为冠层

阻力。
这些计算方法基于前人的大叶模型和复合冠层模

型得出［２２，２５］ 。
通过绿地滞留的污染物质量（单位：ｇ）除以滞留的
污染物质量与大气中污染物质量的总和来计算绿
地对城市大气污染改善百分比。 大气中的污染物
质量为污染物浓度、边界层高度和城市面积三者的

乘积［４］ 。

ＥＮＶＩ⁃ｍｅｔ

（１）大气子模型：包括风场、辐射
通量、大气温湿度、湍流和污染
物扩散与沉降 ５ 个模块；
（２）土壤子模型：包括下垫面和
土壤温度的 ３Ｄ 模拟、与植被模
型耦合、土壤水分通量模拟和水
体模型 ４ 个模块；
（３）建筑环境与建筑系统：包括
３Ｄ 建筑几何、高分辨率建筑物
理、建筑材料、墙体和屋顶绿化
系统、建筑能效 ５ 个模块；
（４）植被子模型：包括 ３Ｄ 植物
几何、与环境的交换过程、叶面
温度、植物健康与风险评估四个
模块。

Ｘ↓ ｚ( ) ＝ － ｖｓ ／ ｄ
Ｘ（ ｚ）
Δｚ

（４）

ｍｐｌａｎｔ

∂ｔ
＝ Ｘｐｌａｎｔ ｚ( )·

１
ＬＡＤ（ｘ，ｙ，ｚ）

·ρ （５）

Ｘｐｌａｎｔ ＝ ＬＡＤ ｘ，ｙ，ｚ( )·ｆｃａｐ·ｖｐｄ·
Ｘ ｚ( ) （６）

ｖ（ｐ）ｄ ＝ １
ｒ（ｐ）ａ ＋ ｒｂ ＋ ｒａ ｒｂ ｖｓ，０

＋ ｖｓ，０

（７）

重力 引 起 的 颗 粒 物 干 沉 降 如 式 （ ４ ） 所 示，
Ｘ↓ ｚ( ) 是单位时间内由重力作用引起的沉降通量

（包括发生在植物表面的重力沉降）； ｖｓ ／ ｄ 表示重力

沉降或沉积速率； Ｘ（ ｚ） 表示 ｚ 点的浓度， Δｚ 为 ｚ 点
至 ｚ ＋ １( ) 点的垂直距离；负号表示 ｚ 点颗粒物浓
度降低。
发生在植物表面的沉降用式（５）表示。 ｍｐｌａｎｔ 为单位

时间单位面积发生在植物叶片表面的颗粒物沉降
总量； Ｘｐｌａｎｔ ｚ( ) 为单位时间内叶片表面发生的颗粒

物沉降通量； ＬＡＤ（ｘ，ｙ，ｚ） 为指定位置 （ｘ，ｙ，ｚ） 的叶

面积密度； ρ 为大气密度（ ＝ １．２９ｋｇ ／ ｍ３）。
式（６）中， ｆｃａｐ 为描述叶片对颗粒物容量的比例系

数，在 ０ 到 １ 之间取值，数值越大，对颗粒物的过滤
能力越强，新鲜、干净的叶片 ｆｃａｐ 值为 １，滞尘量已经

饱和的叶片 ｆｃａｐ 值为 ０； ｖｐｄ 表示在植物表面的颗粒物

沉降速率； Ｘ（ ｚ） 为单位时间内颗粒物沉降通量。
ｖ（ｐ）ｄ 采用式（７）进行计算， ｒａ 为气动阻力，且区分垂

直地面 ｒａ 和植物叶片表面 ｒ（ｐ）ａ ； ｒｂ 为表面的准层流

边界层阻力； ｖｓ，０ 为接近表面的沉降速度。 ｒｂ 和 ｖｓ，０
对地面表面和植物叶片表面不做区分［２６⁃２７］

２．２．２　 叶面尘定量

叶面尘定量法通常用于物种尺度，通过单位面积叶片滞尘量可进一步估算出绿地滞尘量，对研究绿地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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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中物种配置的影响有重要意义。 常用的叶面尘定量法主要包括洗脱法和扫描电镜法。 洗脱法即通过液体

的洗脱作用，使叶面表面滞留的颗粒物洗涤至溶剂中，并通过使用不同孔径的滤膜对洗涤液进行过滤、电导率

测试或离子色谱分析等，最终得到叶片表面滞留的颗粒物量。 对于叶面表面不溶于水的颗粒物，通常使用水

作为溶剂，若要对叶片蜡质层吸附的颗粒物进行进一步定量，则需要使用氯仿等有机溶剂对叶片进行洗脱。
洗脱法通常用于研究不同叶片特征对滞尘效应的影响，现有研究表明：叶片表面粗糙度、粘性、气孔密度、叶片

尺寸、叶片倾斜角和叶片滞尘容量等均会影响叶片的滞尘效应［３７］；表面着生绒毛的、分泌粘性物质的、粗糙的

叶片更有利于滞尘［３８⁃３９］。
Ｂｅｃｋｅｔｔ 等为找出滞尘能力最优的树种，使用水洗脱法对欧洲五个常见树种进行了叶面尘定量［４０］。

Ｋａｊｅｔａｎ 等分别用水洗脱法和氯仿洗脱法对 ４ 种乔木和 ３ 种灌木进行了叶片表面及蜡质层滞尘量定量，证实

了物种间滞尘能力的差异以及叶片表面和蜡质层滞尘能力的区别［４１］。 Ｘｕ 等在研究雨水对叶面尘的洗脱作

用时，使用洗脱法对叶片表面滞尘量进行了定量［４２］；通过对叶面尘进行洗脱并定量，发现叶密度增加会导致

单位叶面积滞尘量下降［２４］。
扫描电镜法指在高倍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叶片表面，并结合图像处理软件对影像进行处理，进一步得到叶

片表面滞尘量及其分布规律。 该方法可对叶片特征与滞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细致的研究，根据研究目的的不

同，采取的放大倍数和图像处理方法不尽相同。 Ｌｉｎ 等在 ２０００ 倍电子显微镜下对叶片进行扫描，并对叶片表

面滞留的颗粒物进行了景观格局分析，对不同粒径颗粒物在叶片上的空间分布规律进行了研究［４３］；一项在德

国柏林的研究采用了 ２００ 倍电子显微镜对道路两旁的草本植物滞尘进行了定量［４４］；有研究采用了 ８００ 倍放

大系数对巴西的 ３ 种红树林植物叶片滞尘进行了观测［４５］；通过使用扫描电镜对叶片表面滞留的颗粒物进行

观察，发现阔叶树种气孔密度越高，滞尘量越大［４６⁃４７］。
２．３　 风洞控制试验

风洞试验是以人工的方式产生并且控制气流，用以模拟实体周围气体的流动情况，并可量度气流对实体

的作用效果的一种管道状实验设备。 在绿地滞尘研究中，风洞装置通常被用来对不同结构绿地的滞尘效应以

及对大气扩散的影响进行对比研究。 Ｌｉｎ 等使用风洞装置模拟了在不同风速（０．３—１．５ ｍ ／ ｓ）、不同枝条密度

和不同枝条方向下，不同树种对 ＰＭ０．１—ＰＭ１的滞留效率［４８］。 Ｆｒｅｅｒ－ｓｍｉｔｈ 等对欧洲常见的 ５ 个树种和半干旱

地区种植较多的 ２ 个树种滞尘效应进行了风洞试验，设置了 ３ 个风速梯度，使用氯化钠模拟颗粒物［４９］。
Ｋａｒｅｎ 等使用风洞装置研究了森林边缘结构对颗粒物沉降、风速和湍流的影响，并使用氯离子气溶胶模拟颗

粒物的沉积［５０］。 Ｒａｓａｎｅｎ 等通过风洞试验发现，阔叶植物叶片气孔密度越低，滞尘量越大［５１］，这与使用扫描

电镜得出的结论相悖［４６⁃４７］。 风洞试验法虽然易于控制实验条件，能提供稳定的风向、风速及排放源，但也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在风洞装置中气流会贯穿所有的植物，与实际情况下气流通过绿地的方式不一致，并不能完

全代表真实情况。

３　 绿地滞尘效应评价标准

３．１　 绿地滞尘量

对绿地整体滞尘量进行估算，是目前评价绿地滞尘效应的主要方式，主要采用模型模拟绿地滞尘过程的

方法来实现。 已有大量研究基于不同尺度对绿地滞尘量进行了评估，常用的较为成熟的模型有前文提到的

ＵＦＯＲＥ 和 ｉ－Ｔｒｅｅ 模型等，此外也有一些研究采用的模型是基于植物滞尘机理自主开发所得。 Ｎｏｗａｋ 等

（２０１４）利用地方环境数据对美国的森林滞尘量以及对人类健康产生的经济价值进行了估算，使用植物滞尘

模型中普遍采用的颗粒物干沉降公式（式（２））计算绿地滞尘量，美国环保局（ＵＳＥＰＡ）开发的环境效应映射

和分析模型（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ＢｅｎＭＡＰ）估算绿地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以及

由此产生的经济效应，最终得出 ２０１０ 年美国本土 ４８ 州的绿地滞留的大气污染物为 １７４０ 万 ｔ，对人类健康产

生了相当于 ６８ 亿美元的经济效应，其中城市绿地滞尘量为 ６５．１ 万 ｔ［５２］；这与 Ｎｏｗａｋ 等（２００６）使用 １９９４ 年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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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数据对美国城市树木年滞尘量的估算结果（７１．１ 万 ｔ）有较大出入，这是由于在 ２００６ 年的研究中并未计算

ＰＭ２．５滞留量而是针对 ＰＭ１０进行了估算，计算绿地滞尘量时对叶面积指数等参数的取值偏大且没有考虑到绿

地空间分布的不均匀性所致［４］。
区域尺度上的绿地滞尘研究往往针对某一特定工程或地形条件相似的特定区域展开，Ｚｈａｎｇ 等使用大叶

模型对中国三北防护林的滞尘效应进行了评估，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年间三北防护林滞留了 ２８５０ 万 ｔ 的 ＰＭ２．５，研究

还通过对位于不同地区的三北防护林滞尘量进行模拟，指出人工林的滞尘效率与自然林没有显著差别［２０］。
有研究对北京平原区造林工程的滞尘效应进行了评估，结果指出 ２０１２ 年北京平原区营造的林分滞留的 ＰＭ２．５

约为 ４５１ｔ［５３］。
在城市甚至更小尺度上开展的绿地滞尘研究同样层出不穷。 有研究使用干沉降模型对美国 ５５ 个城市的

绿地对大气污染物的滞留量进行了估算，并提出树木冠层管理对改善大气质量的重要性［４］。 Ｓｃｏｔｔ 等使用

１９９０ 年的大气污染物浓度数据，指出萨克拉门托的绿地每年滞留的大气污染物约为 １４５７ｔ［５４］。 同时，有大量

研究在更小尺度上针对城市内部某一特定区域或绿地类型的滞尘进行研究，例如对城市边缘地区绿地滞尘的

研究［５５］、使用生物监测的方法将工业区和城区绿地滞尘效应进行对比［５６］、对北京核心城区绿地滞尘量的估

算等［２１］。
３．２　 对大气质量的影响

通过绿地对城市大气质量的改善作用对绿地滞尘效应进行评价是基于大气动力学角度，通常通过大气质

量监测或使用大气动力学模型模拟来实现，常用的大气动力学模型有 ２．１ 所述 ＥＮＶＩ⁃ｍｅｔ 模型。 该类研究通

常尺度较小，多集中于对道路绿地滞尘效应的研究。 Ｖｏｓ 等使用 ＥＮＶＩ⁃ｍｅｔ 模型对不同结构道路绿地对污染

物环境浓度的影响进行模拟，最后得出由于树木和其他植被会影响通风，使得交通污染物无法稀释，因此道旁

绿化带的存在会使大气污染物浓度增高的结论［２８］。 很多其他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２９， ５７⁃５８］，认为城市绿

地虽然能改善城市大气质量，但绿地对大气流通的阻碍作用会导致局部区域大气污染物浓度上升。 此外，一
些研究对绿地内外大气质量进行实地监测，并通过不同采样点之间的浓度差来评估绿地的滞尘效

应［３５⁃３６，５９⁃６１］，该方法在国内应用较为普遍，国外对绿地滞尘效应则多采用对绿地滞尘进行定量的方法。

４　 影响因子

叶片特征、绿地结构及环境因子均会影响颗粒物在植物表面的干沉降过程。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粗糙的、
粘性大的叶片更有利于滞尘；叶片尺寸、叶片倾斜角对颗粒物干沉降过程也有影响，叶面和气流方向夹角越

小，越不利于滞尘［７⁃９］。 绿地结构对绿地滞尘效应有着显著影响，ＬＡＩ、ＬＡＤ、植被覆盖度是影响绿地滞尘的重

要参数，绿地的垂直结构越复杂，滞尘效应越高；物种配置也会对滞尘效应产生影响，主要体现在针叶树和阔

叶树的比例上。 绝大多数绿地滞尘发生在自然环境中，温度、湿度、风速、降水等气象因素对植物个体和绿地

滞尘效应都会产生较大影响，也是绿地滞尘模型中的必要输入参数。 温度会影响颗粒物的布郎扩散及重力沉

积过程，温度越高布朗运动越剧烈，重力沉降速率也越大［１３］；高温还会加速光化学反应，加快污染物的生

成［６２］；大气中的水分会导致吸湿性颗粒物吸水膨胀，还会增加植物表面的粘性，从而加速颗粒物在植物表面

的沉降并且减轻颗粒物的再悬浮作用［６３⁃６５］；风速会影响植被的孔隙度，从而影响滞尘速率［６６⁃６７］；绿地滞尘还

与颗粒物环境浓度有关，颗粒物环境浓度或颗粒物密度越高，重力沉积速率越大，绿地滞尘量越大，颗粒物环

境浓度对滞尘的影响在模型中均有体现。

５　 总结与展望

现有绿地滞尘相关研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１）多集中在较大尺度，绿地滞尘机理、绿地结构对滞尘效应

的影响研究较少，尚不能为提升绿地滞尘能力、改善大气质量提供详尽可靠的绿地结构配置优化方案；（２）很
多研究从绿地实际滞尘量和潜在滞尘能力二者当中的一个方面对绿地滞尘效应做出评价，然而二者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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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以及二者适用的条件均需要进一步明确；（３）对滞尘效应评价标准不一，目前研究多从绿地滞尘量和绿地

对周围环境大气质量的影响两方面来评价绿地滞尘效应的高低，然而绿地滞尘量与绿地对环境大气质量的改

善之间的关系尚无定论，仍需要进一步探讨；（４）研究方法单一，多数研究采用模型模拟、实测和控制实验中

的一种来进行绿地滞尘效应研究，而每种方法均存在一定局限性。
未来，应加强中小尺度的绿地滞尘效应评估研究，深入探究绿地滞尘机理，更好的为改善城市大气质量服

务；制定统一的滞尘效应评价标准，建立多尺度滞尘效应评价体系，提高评估结果的可靠性和普适性；在多尺

度上综合不同研究方法对绿地滞尘效应进行研究，弥补单一尺度、单种方法所带来的缺陷与不足，使研究结果

更全面可靠、更具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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